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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農民利益表達形式的轉型

⊙ 趙聚軍

 

官僚帝國與小農個體的不平等博弈

歷史上，中國是一個行政權力主導一切的國家。自秦帝國大一統局面形成以來，超強行政權

力在此後兩千餘年對整個社會的控制和滲透雖偶有鬆弛，如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大家的興盛

及與國家政權的對抗，但在絕大數時間裏，國家維持了對整個社會生活的絕對控制，農村社

會當然也不例外。但對於這一問題，長期以來國內外學術界卻形成了這樣一種認識範式，

即：「在中國，三代之始，雖無地方自治之名，然卻有地方自治之實。自隋朝中葉以降，直

到清代，國家實行郡縣制，政權僅止於州縣，鄉紳階層成為鄉村社會的主導性力量。」1溫鐵

軍把此範式概括為「國權不下縣」。對於上述觀點，筆者不敢苟同。在傳統中國社會，正式

的政權機構雖然是截至於縣一級，但國家還是通過一系列制度措施嚴密地控制著鄉村社會。

秦代開始實行鄉（亭）里制。到漢代，不僅承襲了秦代的鄉（亭）里制，而且還使鄉村基層

行政權力體制更趨完善和嚴密。通過鄉、亭、里、什、伍這一嚴密的層級組織體系，將行政

權力的觸角和神經末梢一直延伸到社會的細胞級單位──農戶家庭，進行強有力的專制統

治。到隋代以後，又開始實行保甲制，並一直延續到清代。期間名稱雖有所變化，但實質相

差無幾。鄉里、保甲制度類似於建國後實行過的鄉公所、村公所，其實質上是國家的派出機

構。我們不能以鄉（亭）里、保甲制度下的鄉吏皆來自本地地主大戶、原住民，就認定其帶

有地方自治的性質，兩者沒有必然的聯繫。事實上，「不管鄉吏是有酬的美差，還是強加的

重役，總之都不是『鄉村自治』的體現者，而是國家權力下延於鄉村的產物。」2

如上所述，古代中國在絕大部分時間是一個權力一元化的社會，政府幾乎壟斷了所有的權利

資源，本質上難以說存在甚麼社會權利。在強大的中央集權面前，被分散為弱小個體的農民

是沒有甚麼制度化意見表達渠道的。當超強行政權力的掠奪超過維持小農經濟簡單再生產的

底線時，農民只有訴諸不合法的意見表達方式──揭竿而起，再造新的王朝。古代中國就是

在這種反覆的循環中跌跌撞撞走過了兩千餘年。

建國以後，歷史上國家權力過於強大、社會力量過於弱小的局面並未得到根本改觀，尤其是

人民公社制度的推行，使國家對農村社會的控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異常強大的行政權

力對農村社會實行了更加有效的控制3。具體而言，由歷史上作為國家政權衍生物的鄉里、保

甲制度演化為正式的鄉鎮一級國家政權，甚至是村公所。相應的，國家也真正實現了鄉村治

理的國家化。這種過度行政化的治理模式，再綜合中國歷史上大政府小社會的局面，本就缺

乏主體意識的中國農民則自然地投入了超強行政權力的懷抱，與更強的控制力相對應，表現

出更強的依附性。在這樣的體制環境下，中國農民在自身的利益受到來自國家權力的侵害

時，往往選擇的是沉默和忍耐；即使有一些人想到了去抗爭，也常常苦於缺乏組織化的合法



表達渠道而作罷。說到底，弱小的農民個體是無法與強大的國家行政權力展開平等的對話談

判的。不言而喻，農民個體及農村社會在與國家的利益博弈中，天平的砝碼明顯向後者一方

傾斜。這一切都是當今中國鄉村治理、村民自治所不得不面對的歷史環境。

掙扎於「代理人」與「當家人」之間的村委會 4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率先推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堅持土

地的集體所有制基礎上通過對土地經營權的改革，改變了農民與具體經濟組織之間的關係，

鄉村自治有了其內在的經濟基礎，國家擴大農村的自治權已成為必然。此後，在彭真等老一

代中央領導的關心下，村民自治逐漸在中國農村廣泛推廣開來。到1998年11月《村民委員會

組織法》正式頒布，中國鄉村治理實現了里程碑似的進展。但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認的是，

由村民自己選舉出來的村委會雖然在法律意義上性質發生了重要的改變，但在實際運行中，

絕大多數村委會並未像預想那樣成為農民利益的組織化代言人。實際情況是，村委會作為鄉

鎮政權「代理人」的角色遠重於村民利益代言人的角色。甚至在一些村莊，原先帶領村民據

理抗爭的村民「英雄」，在被村民通過民主方式選舉為自己的「當家人」後，卻搖身一變，

幹起損害、壓榨村民利益的事情來5。不少村莊出現了愈治愈亂、愈選愈亂的糟糕狀況。正是

由於村委會更多地扮演了鄉鎮政權「代理人」的角色，村民對村委會的不滿也就必然相應削

弱鄉鎮政權的合法性基礎。

村民自治，農民就是要通過自己選擇「當家人」來更好地代表維護自身的利益。如果農民選

出的僅僅是基層政權的「代理人」，如果農民行使了選舉的權利，卻享受不到民主的果實，

那這種「自治」對農民又有多大的實際意義？希冀於僅僅通過選舉來建立村委會，進而是鄉

鎮政權的合法性是遠遠不夠的。村民自治當前所面臨的困境必須從宏觀體制去尋找其根源。

如上所述，村民自治在改革開放以來已經逐步具備了其存在的經濟基礎。問題是在改革開放

以後，傳統的壓力型體制卻未被根本動搖。壓力型體制一般指的是一級政治組織為了實現經

濟趕超，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指標而採取的評價體系。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面臨巨大

的國際競爭壓力，因而在現代化過程中選擇了趕超型戰略，而趕超型戰略的實施則往往訴諸

壓力型行政體制。在這樣一種行政體制中，上級行政機關制定各項社會經濟發展目標，並加

以具體化和數字化，以指標和任務的形式分派到各個下級行政組織，並以這些指標的完成情

況作為評價、考核的主要依據；下級行政官員的升遷、榮辱都和完成上級下達的指標情況

掛，承受著來自上級行政機關的巨大壓力。鄉鎮政府作為行政體系中的最基層組織，處在

整個科層組織的最底端，所承受的壓力往往最大。在這種體制下，鄉鎮政府往往只能選擇對

上負責，調動一切可能的資源以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指標。聯繫到當前的村民自治，一方面

絕大部分鄉鎮政權對村委會存在巨大的影響力，並有能力干預村委會的選舉。此外，不少鄉

鎮政權與村幹部都有諸如農業稅徵收提成之類的秘密協定。因此鄉鎮政權往往傾向於，而且

也能夠做到把各項任務指標分解、下派到各村，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指派村委會完成任務；另

一方面，中國長期以來是大政府、小社會，極度缺乏自治經驗，使得農民主體意識、維權意

識的培養著實需要一個過程，這使得村幹部還總是習慣於將自己視為鄉鎮政權的下屬、下

級。在這兩方面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村委會的過度行政化也就不難理解了。

村委會自身有限的自治權是其過度行政化的另一個原因。村民自治在全國推廣以來，國家的

行政權力在法律意義上從村上收到鄉鎮，但事實上，這種上收並不完全。國家雖然將體制性

權力上收到鄉鎮，卻把大量功能性權力留給了村委會，將大量「只取不予」的行政性事務都



交由村委會完成。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村委會實際承擔著兩方面的職能：一

是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自治職能，另一方面則是諸如徵收糧款、治安管理、計劃生育等行

政性事務。在實際工作中，村委會幹部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完成行政任務上，甚至拿著村民的

錢卻只辦鄉鎮的事兒，這必然會侵害其本來就有限的自治職能，進一步的結果就會造成村民

與村委會之間的衝突。村委會自治的有限性造成了行政權事實上的下沉，脫離了自治的本初

意義。

除了上述體制性因素外，當前鄉鎮財政極度困難所造成的基層政權在組織行為上的扭曲則是

造成目前鄉村治理困境的主要經濟因素。1984年鄉鎮財政建立以後，鄉鎮政府的財政收入一

般由稅收和上級政府的轉移支付構成。前者主要以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增值稅、營業稅等

稅種構成；後者則主要以縣政府的財政撥款為主要形式。1994年分稅制實行以後，中央與地

方財稅制度的變化使鄉鎮財政陷入了困境之中，中央政府通過控制能夠帶來更多財政收入的

稅種與制定有利於中央政府的稅收分享比例，使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得到了巨大的好轉。這

種做法被各級地方政府爭相仿效，而處於行政體系最末梢的鄉鎮政府就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但與此同時，在現行的體制下，鄉鎮政府又承擔了大量經濟發展任務和社會公共事物，鄉鎮

政權自身又普遍存在機構膨脹、人員臃腫的現實，其結果經常是入不敷出。據湖南省在1999

年上半年對全省範圍內鄉鎮負債情況的「普查」顯示，全省二千多個鄉鎮中，負債面高達

88.2%，個別鄉鎮1999年就「吃」完了2003年的財政預算6。面對嚴重的生存困境，基層政府

的組織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已出現了變異扭曲，自利性目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取代了公共目

標，由為公共目標工作演變為為自己工作。基層組織「在運作過程中愈來愈把自身的存在作

為重要的目標，組織本身愈來愈具有自利性。或者說，在許多情況下，基層組織變成了自己

利益的代表」7。在短缺財政下，村民和村委會所面對的是一個在很大程度上已變成自利性機

構的鄉鎮政權，其政策目標往往是從自身的利益，而不是鄉村治理的大計出發。村委會在向

上表達村民的集體利益訴求的過程中，必然要受到鄉鎮政權根據自身利益需求進行裁剪過

濾。現實的情況是，村民的集體利益訴求往往與鄉鎮政權存在不協調，甚至是直接對立之

處。但與此同時，作為村民集體代表的村委會又缺乏向更上一級直接進行意見表達的體制性

途徑。這種情況下，村委會表達村民利益要求的效果可想而知。

減免農業稅對現階段鄉村治理的影響

近幾年來，對於目前鄉村治理所面臨的困難局面，中央在「少取、多予、放活」方針指導下

相繼出台了一系列切實保護農民利益的政策。當中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是中央政府作出的在五

年內逐步減少、直至完全取消農業稅的承諾。這是一項帶有根本性意義的重大改革措施，它

宣告了中國政府將徹底廢除延續了幾千年的按畝、按人頭平均收稅的封建稅制，標誌著農村

居民將徹底告別實行了幾十年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城鄉分稅制。這也順應了中國反哺農業時

代到來的要求。但它在減輕農民負擔和規範農業稅收的同時，必然會對現行的政府間財政關

係、農村基層政權、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方式和管理產生巨大的衝擊和影響，其對鄉村治理

的積極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從鄉鎮方面來看，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從法律意義上堵死了鄉鎮政權向農民收費的口子，緩解了鄉鎮幹部與農民的矛盾，有

利於重建鄉鎮政權的合法性。農村稅費改革前，農民既要交皇糧國稅，如農業稅、農業特產

稅、屠宰稅等，又要為鄉村兩級集體提供積累，如三提五統、共同生產費等，並且要承擔鄉

村現代化的大部分成本，如為各種達標升級集資。鄉鎮組織也藉收取各種稅費的機會層層加



碼為自己撈取好處，致使農民負擔日益沉重。農村稅費改革首先減輕並規範了農民負擔，減

少了鄉鎮組織搭車收費的機會。五年內免除農業稅後，更是完全取消了鄉鎮組織向農民收費

的權力。這將從根本上消除鄉鎮政權在收費上同農民產生的矛盾，緩和鄉鎮幹部與村民的關

係。

第二，減免農業稅，有助於鄉鎮幹部從繁重的稅收任務中解放出來，為鄉鎮組織轉變職能和

精減人員創造了條件。在農村稅費改革前，特別是90年代中後期以來，催糧派款要佔用鄉鎮

幹部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以至於鄉鎮的一些機構陷入了養人收費、收費養人的怪圈。減輕

並規範農業稅收後，鄉鎮收取農業稅的工作量無疑將大大減少，鄉鎮幹部將會完全從收錢收

糧的事務中擺脫出來，使那些純是為收取農業稅費而設立的機構和人員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為精減這些機構和人員創造了條件。同時，五年內逐步減免農業稅也在客觀上提高了鄉鎮改

革的緊迫性，逼迫鄉鎮通過裁減人員和合併機構來保障其運轉，甚至是自身的生存。

我們在為減免農業稅為鄉村治理帶來的希望歡欣鼓舞的同時，也必須對其可能產生的消極影

響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隨著農業稅率的降低直至完全取消，自上而下的轉移支付在鄉鎮組織

收入中的分量將愈來愈重，這無疑有利於自上而下的監督和控制。但如果沒有相應的民主制

度配合，在轉移支付成為鄉鎮組織的可支配財力的主要來源時，鄉鎮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喪失

自主權和獨立性，鄉鎮幹部就有可能變成只唯上而不願為民服務的官僚，這顯然與推進村民

自治和加強基層民主建設的要求背道而馳。農村稅費改革前，鄉鎮幹部之所以主動為農民提

供一些生產服務，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順利收取稅費，收稅的多少直接與他們的工資報酬存在

關係。農民也常常以拒交和拖欠「雙提款」等稅費來維護權益與表達訴求。但在稅費改革

後，鄉鎮幹部不承擔收稅職責，由於沒有利益驅動，就有可能對村民的要求置之不理。如果

說農村稅費改革前鄉鎮幹部存在行政過度作為，那麼隨著農業稅的逐步免除，鄉鎮幹部就有

可能出現行政不作為。再者，農村稅費改革以來，雖然中央和地方財政逐步加大了對基層財

政的轉移支付力度，但除了個別工商業發達的省份外，短缺財政、吃飯財政的現狀是無法在

短期內解決的。一方面，減免農業稅提高了鄉鎮改革的緊迫性，逼迫鄉鎮通過裁減人員和合

併機構來保障其運轉，但同時也降低了鄉鎮組織支付改革成本的能力，精簡機構所需要的巨

額財力是目前的鄉鎮財政所不能承擔的；另一方面，作為一級政權，在目前的壓力型體制環

境下，鄉鎮幹部從自身的升遷、榮辱出發，其內在的「政績」衝動是不可避免的。相應，各

種達標升級活動也就無法從根本上杜絕。羊毛出在羊身上，搞不好，鄉鎮機構改革的成本又

會變相轉嫁到農民身上，嚴重沖淡減免農業稅給農民帶來的實惠。

但如果把減免農業稅對鄉鎮政權和村委會的影響加以對比的話，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減免

農業稅對鄉鎮政權帶來的積極影響也同樣適用於村一級──減免農業稅同樣緩解了村幹部與

村民的矛盾，重塑了村委會的合法性；同樣有助於村幹部從繁重的稅收任務中解脫出來，為

其轉變職能和精簡機構創造了條件。雖然減免農業稅後，村幹部也正式成為領取國家工資的

公務員，且作為準官員，他們也具有內在的「政績」衝動，但上述減免農業稅可能會對鄉鎮

政權造成的諸多消極影響，村委會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這是因為村莊與鄉鎮不同，村

委會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民主選舉，村民手中的選票能從根本上避免村幹部由於減免農

業稅的影響可能帶來的官僚化、不作為傾向。所以說，要從根本上避免減免農業稅後鄉鎮政

權可能出現的官僚化、唯上是從傾向，就必須有相應的民主機制作為其制約機制。這就要求

進一步擴大鄉村自治的空間範圍，在鄉鎮一級建構多元的民主合作機制，擴大鄉村人民參與

鄉鎮政治的渠道，這其中的一個主要措施就是要逐步實現鄉鎮長由村民直接選舉，使其既要

對「上」負責，又不得不對「下」負責。



到這裏又出現一個新的問題，即擴大鄉鎮民主後其自身的定位問題。在這一問題上，筆者不

贊成近幾年來不少學者所主張的虛化鄉政，將鄉鎮改為縣政府的派出機構的觀點8。如果將鄉

鎮政府直接變為縣政府的一個派出機構，村民、村莊就將更加無法制約已對農民無所求的鄉

鎮政權，結果只能加劇其唯上是從的官僚作風。但擴大鄉鎮自治也不應成為美國式的「鄉鎮

自治」。美國式的「鄉鎮自治」要求取消鄉政的國家屬性，將其變成完全的社會自治組織。

這種自治是一種制度外的改革方式，其實質是對國家主義的一種反動，主張社會自治力量的

無限制擴張。結合目前中國社會的實際，如果選擇這種自治模式，國家與社會之間就有可能

出現「你進我退，彼強此弱」式的零和博弈格局。

綜上，筆者認為，鄉鎮政權不應成為一級完全的政權組織，也不應成為純粹的國家機器，它

最好是國家意志和鄉鎮人民意志的結合物──既是國家在鄉村最基層的政權組織結構，同時

又是鄉鎮社區治理的的主體單位，代表鄉鎮人民進行自我治理，並切實向上反映鄉鎮人民的

集體利益訴求。當前，最重要的莫過於鄉鎮選舉制度的民主改革，即改變各種直接或間接的

上級任命制，鄉鎮主要領導人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同時，民選的領導人須由上級組織代表

國家進行正式的任命。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優化鄉鎮的權力配置，建構國家與鄉村社會民

主合作的各種機制。只有逐步淡化鄉村組織的行政化色彩，又要保持其與國家政權的溝通合

作機制，才能使其真正將社區內的自治性事務作為其工作的重心，更好地整合鄉村社會，實

實在在地反映村民的集體利益訴求，推動鄉村社會的和諧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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